
第12卷第1期

2025年2月

全球传媒学刊

Global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Vol.12,

 

No.1:
 

34-58
February

 

2025

·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

数字新闻学是什么:
 

全球脉络与中西比较

常 江1,
 

黄文森2

1.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2.
 

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 本文对2020—2024年间发表于中英文权威学术期刊的

575篇数字新闻学研究文献的元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和系统性综述,
旨在从研究议题、理论概念、方法取向和跨学科视角等维度,对全球数

字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和演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摹刻,并在

中西比较视野下阐释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的学术策略与在地实践。
研究认为,过去五年间,全球数字新闻学在国家多样性、跨学科多样性

和议题多样性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体现出旺盛的理论活力;与此同

时,“中心—边缘”的知识生产结构依然牢固,欧美经验显著影响着该

领域学科视野的转换与研究议题的集中化;与欧美相比,中国本土数

字新闻学理论显现出思辨色彩和知识体系重组的理论自觉,并形成富

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前提与问题域;中国的数字新闻学尽管积累了丰富

的规范性观念资源,但在方法论上的实证逻辑和科学性仍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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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的回望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总是源于新闻观念与实践对特定社

会历史条件的回应与适配,在时间线程上大致形成了规范主义(20世纪初)、实证

主义(20世纪20至60年代)、媒介社会学(20世纪70至80年代)和全球比较(20
世纪90年代)的范式演化趋势(Steensen

 

&
 

Ahva,
 

2014)。20世纪90年代初,以
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问世为标志,“在线新闻”(online
 

news)的早期形

态开启了新闻数字化的历史进程,自此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开始全面改造新闻实

践及其认知活动。媒介理论借由技术迭代进行实践史分期的传统,为新闻学新

范式———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DJS)的发生创造了认识论前

提,推动新闻学进入以“数字性”为主导力量培育新闻的形式与行动、“再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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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业的历史与道德传统的新阶段。
除了技术创新的推动之外,关键的社会—政治事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数字

新闻的实践形态和数字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从很多方面看,2024年都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间节点。回望过去五年(2020—2024年),我们得以大

致锚定那些改变新闻实践与生态的“关键事件”:2020年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的起点,2021年美国政府的选举更迭对全球民粹主义思潮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延宕至今,2023年巴以冲突的加剧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

的重大隐患,2024年是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重要选举的“超级大选年”……
所有一切,都使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变得日益扑朔迷离,新闻业被裹挟其

中,艰难地应对着历史变局。期间,更有以
 

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横空出世,其在全球范围掀起的自动化(automation)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包括新闻

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全球文化的规则与标准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与更迭。
基于此,索斯滕·科万特(Thorsten

 

Quandt)基于个人经验将过去25年的

数字新闻学研究进一步细分为四个阶段,即定位(niche)、狂喜(euphoria)、幻灭

(disillusionment)以及前景黯淡(doom
 

and
 

gloom)。在他看来,我们此刻正处

于对这个新兴领域经历期待与彷徨之后的“悲观主义”时期。由于习惯性因循

欧洲语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惯性,全球数字新闻学的总体立场过于消

极———“它或多或少陷入了对网络世界沮丧的现实和对数字新闻作为民主救世

主的破碎承诺的哀叹之中”(Quandt,
 

2024),以至于选择性地忽略了包括全球

南方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新闻创新行动及认知实践。
那么,经过二十余年概念化、理论化和学科化的范式耕耘,全球数字新闻学

的研究旨趣如今呈现出怎样的学科和议题分布? 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和

方法路径有何差异? 这些差异对于我们发展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学范式又有

何启发?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对过去五年内中英文语境下数字新闻学研究

的文献元数据进行内容分析和系统性综述,旨在从研究议题、理论概念、方法取

向和跨学科视角等维度,对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和新近发展趋势进

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摹刻,并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检视中国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

趋势和在地化知识生产特色,为本土学界继续构建“本土经验、全球视野”新闻

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二、
 

数字新闻学的研究现状

(一)
 

数字新闻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样性

  自从“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中西方学术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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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流通以来,国内外学者通过专题评论、研究综述或文献计量学等方式对不同

时间跨度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文本进行了一系列阶段性回顾。例如,为了把握数

字时 代 新 闻 学 的 概 念 化 和 跨 学 科 理 论 化 趋 势,有 研 究 者 对 《新 闻 学》
(Journalism)和《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两本新闻学英文刊物2000
年至2013年期间刊发论文的关键词和摘要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新闻学研究

的主导性学科视角呈现出从政治学逐渐向社会学过渡的趋势,其中具有哲学意

义的概念(如伦理和客观性)更多地在社会学框架下被考察,比如对专业性的研

究;同时,来自技术和经济学的新方法也正在进入新闻学研究,但其影响仍然较

为有限;在方法上,新闻学研究出现从经验主义到理论意识的转变,定性分析仍

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Steensen
 

&
 

Ahva,
 

2014)。

2013年,《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的创刊为该领域的理论、方法

和实践研究开辟了重要的阵地,尤其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和跨学科发展

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传统社会科学仍然对研究活动具有显著的引领性,
学术共同体“惯性地”遵循社会学框架,将新闻首要把握为“机构”和“职业”,归
纳形塑新闻的各种力量(如新闻惯例、传播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并开始基

于对人—技关系的考察来推动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新闻学的理论话语也

呈现出鲜明的“技术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系统性采纳行动者网络(ANT)和
科学技术研究(STS)这样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视角来重新阐释新闻现

象,来自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等学科的观念资源也逐渐在新闻学理论中显现出

来(Steensen
 

et
 

al.,
 

2019)。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数字新闻学研究所涉学

科视角的多样性仍局限于对新闻本体的解释,新闻向哲学、文化、历史、语言和

法律等领域的拓展研究仍很不成熟。
此外,还有学者对2013年到2021年期间发表于《数字新闻学》《新闻学》

《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等五本国际新闻学研究期刊

上的3068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从作者和研究议题方面对“多样性”进行

具体分析,发现数字新闻学研究者的国际多样性呈稳步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

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作者层面,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英语国家

以及德国和荷兰两个西欧国家的研究者发表了超过60%的论文;在研究议题

上,国家多样性指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与美国相关的案例研究占绝大多

数(69.5%),而这种美国中心主义(US-centrism)趋向在《数字新闻学》中尤为

明显,该刊中与美国相关的案例研究占比达到76%(Zeng
 

&
 

Chan,
 

2023)。这

种国际学术话语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后果就是数字新闻学研究议程的狭隘

化———现有研究过度聚焦欧美私营新闻业典型的收入及分发模式转变趋势,重
视用户数据和受众分析,并高度关注虚假信息与媒体信任等问题(Steen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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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und,
 

2021)。这些问题在一些非欧美语境下或许并不是最核心或最紧

迫的。
既然多样性成为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旨”,那么近年来动荡的国际社

会局势和全球经济的再全球化趋势,在改变新闻行业实践的同时,是否也影响

着数字新闻研究的多样性? 本研究将基于文献数据首先回应以下两个问题:
研究问题一:

 

在过去的五年里,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研究者国别、跨学科

视角和研究议题分布情况如何?
研究问题二:

 

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研究取向有何特征?

(二)
 

数字新闻学的中西差异

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的发展与欧美语境有显著的不同,体现出鲜明的规范

理论色彩和哲理化特征。过去五年间,中国学者对数字新闻学基本概念、认识

论以及规范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在观念和价值层面上鲜明地表现出知识体系

建设的意图和主动性。在数字时代,经典新闻学理论体系受到数字化历史进程

的挑战,数字新闻与传统新闻在实践属性、要素构成以及文化标准等方面兼具

差异性和价值互通性,而历史与比较的跨文化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观念丰

富的内部纹理与阐释层次。由于全球新闻业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并不均衡,欧美

经验始终是中国研究者对数字新闻进行理论化的重要外部资源,比较的基因一

直存在于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的构成之中。研究者在中外经验的相互观照之

中考察传统新闻学核心理念(真实、客观、民主)在数字时代的“再造”与“创
新”,形成了建构主义与人本主义交汇、杂糅的独特理论成长路径(舒德森、安
德森,2022)。当然,这种依赖欧美“前沿”经验的理论化工作究竟应当如何更

好地服务于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学界仍须进一步深入思考

与研究。
在既有的经验层面,中西方新闻学由于历史传统和学科地位的不同,在知

识生产方式和理论体系演进上遵循着不尽相同的逻辑。例如,有研究者基于诠

释学的分析传统,讨论了“技术”作为关键概念在中国官方话语中的表述及其对

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价值,认为中国数字新闻学与国家新闻元话语关系密

切,并因此深度关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辩证法和技术领导权等主要议题,同时

关注本土文化传统及政治语境的影响(梁君健、杜珂,2022)。
此外,本文作者还曾对2011年至2020年十年间90本中英文新闻传播学

期刊上刊登的10000多篇新闻学研究论文进行了量化统计,并在历史纵向和中

西横向的维度上,比较了数字时代中外新闻学研究理论发展路径的差异性:
(1)相较于西方新闻学对极个别学科的倚重(如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国新闻学

学科理论来源多样性程度更高,而且理论视野更偏向于人文学科(以历史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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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语言学为主);(2)相较于西方新闻学“重理论、重方法、重解释”的研究特

征,中国新闻学的理论意识体现了主导性意识形态对新闻创新形态和基本观念

的影响,并且培育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本土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3)从
理论化程度来看,在英文书写的新闻学论文摘要中,1/3的研究明确使用了特定

的理论或概念(如选择性接触、知识沟、社会资本等),而这一占比在中文摘要中

不足1/7(常江、黄文森,2021)。
就观察的连续性而言,本文是对2021年所做上述综述性研究的数据补充

和视角延伸。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上,为厘清数字新闻学研究不同的理论化特征

和方法论路径,本文进一步提出两个新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

 

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研究分别侧重于哪些学科视角和研究

议题?
研究问题四:

 

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取向有何不同?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近5年内(2020—2024)发表在99种中英文新闻传播学重要

期刊上的共计575篇数字新闻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计量学和内容分

析法对文献元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定性解读。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在中西方语境下比较中英文书写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文献。其中,中
文论文以CSSCI来源期刊(2023—2024)目录中19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作为

文献来源,通过中国知网(CNKI)分别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2日)并
获取这些期刊2020至2024年所有发表论文文献元数据共计2.01万条,包括

作者、标题、关键词、摘要和发表时间等字段信息。为了筛选数字新闻研究论

文,以“数字新闻”为过滤词检索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并剔除卷首语、短评、对
谈、书评、摄影等文章类型,最终获得185篇论文作为中文文献的分析单元。

对于英文论文,我们根据2024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分类下

的80种(Q1、Q2区)期刊目录作为文献来源,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分别

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2日)并获取2020至2024年期刊发表文献元数

据共计约2.37万条,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作者、机构及地址等字段信息。
同样,我们以“digital

 

journalism”和“digital
 

news”为限定词对标题、摘要和关键

词进行过滤、筛选,最终得到文献类型为“article”(不包括书评、编辑评论等)的
研究论文记录390条,作为英文文献的分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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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处理

本研究分别对中英文论文摘要文本中所涉及的“学科视角①”“研究议题”
“理论显性”“使用理论”“研究方法”等五个类目进行人工编码和填写。三名

经过编码培训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参与编码,基于随机抽取的中英

文样本(占各自全样本的10%)进行多轮培训和试验性编码,直至在所有类目

上的 Holsti系数(即编码员一致性)均达到0.90以上,编码员方可进行正式

编码。

1.
 

学科视角

指的是研究摘要中体现的与研究对象(如体制、记者、新闻等)紧密关联的

主导性学科,我们在泽利泽(Zelizer,
 

2004)的新闻学关联学科的分类基础上增

加了“心理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经济学、哲
学、法学、技术和其他等11个类别。

2.
 

研究议题

涵盖新闻学研究对象和问题所关涉的主要领域和方向,包括新闻产业、新
闻实践/生产、新闻消费、新闻流通、新闻类型、新闻内容、新闻技术、新闻理论、
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法规和其他。

3.
 

理论显性

指的是摘要中体现理论使用的显要程度,分为“有”(明确提及使用特定理

论或模型)、“部分”(提及某些理论相关概念,如“资本”“框架”等),以及“无”(未
提及任何理论或相关概念)。

4.
 

使用理论

该项为开放性问题,如特定研究的“理论显性”选择“有”或“部分”,则需要

编码者根据摘要提示填写出理论名称或理论概念(如“框架理论”“新闻客观性”
等),以便于后续进一步归类。

5.
 

研究方法

指研究摘要中明确提及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呈现等环节涉及的方法

手段或技术工具,可分为定量方法(如抽样设计、问卷调查、实验法、内容分析、
统计推断等)、定性方法(如深度访谈、民族志、德尔菲法、扎根理论、批评话语分

析等)、计算方法(如文本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混合方法(同时使

用定性/定量/计算方法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和无明显方法等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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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发现

(一)
 

数字新闻研究的多样性

1.
 

国家多样性

  通过统计作者供职机构所在国家,在390篇数字新闻学研究的英文论文中

共有来自52个国家的829个(人次)署名作者②。本文借鉴衡量生物群落多样

性的辛普森指数(Simpson's
 

diversity
 

index)计算国家多样性,同时考虑到物种

丰富度(本文中指不同国家的数量)和物种相对丰度(即每个国家的作者数量),
该指数值域在0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多样性越大。根据公式我们可以计算

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国家多样性程度为0.842,比此前基于5本新闻学期刊

(2013—2020)数据的丰富度为64个国家的情况多样性指标更高(Zeng
 

&
 

Chan,
 

2023),说明近5年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然而,从国家排名情况来看(参见表1),位列前15位的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余主

要是欧美国家,其中尤以美国学者的论文发表人次(292,35.22%)最多,与Zeng
 

&
 

Chan(2023)对2013年至2021年间统计的占比一致(约占38%),说明“欧美中

心主义”乃至“美国中心主义”是描绘数字新闻学研究全球版图时不得不承认的

客观事实和认知前提。不过,重要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西班牙和德国这两个

欧洲非英语国家的重要性正在体现。尤其是西班牙,其数字化历史充满了变革

与矛盾,其数字新闻生态系统近30年来实现了非凡的扩张,原因在于日益增长

的在线新闻消费需求刺激了数字媒体(尤其是数字原生媒体)的大规模出现,使
其占据了传统媒体被迫放弃的市场空间,从而在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
 

2008—2013)时期实现逆势生长(Salaverría
 

&
 

Martínez-Costa,
 

2024)。

表1 英文论文作者数量排名前15的国家

排序 机构来源国 人数 比例

1 美国 292 35.22%

2 西班牙 123 14.84%

3 德国 53 6.39%

4 英国 42 5.07%

5 澳大利亚 29 3.50%

6 中国 28 3.38%

7 瑞士 25 3.02%

8 荷兰 23 2.77%

9 加拿大 16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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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序 机构来源国 人数 比例

10 比利时 15 1.81%

11 奥地利 14 1.69%

12 巴西 14 1.69%

13 丹麦 13 1.57%

14 挪威 12 1.45%

15 瑞典 12 1.45%

与此同时,中国的研究者也开始进入数字新闻研究领域,并贡献了来自东

方的文化视角和独特经验。例如,在新闻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主流媒

体的“国家创业模式”(state-preneurship
 

model),即由国家资助并主导新闻创新

项目的过程,超脱了大多数西方民主制度通过财政补贴、机构资助和风险投资

驱动创新的经验范畴(Fang
 

&
 

Repnikova,
 

2022);而在新闻样态创新上,中国

记者基于视频博客(J-vlog)的视觉化叙事塑造了“专业—业余”报道的混合形

式,扩展了现有关于数字新闻情感化及数字新闻透明性的辩论广度(Meng
 

&
 

Wang,
 

2025)。
此外,过去5年中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学术话语及其对非西方数字新闻实践

的讲述也十分引人注目。这类研究数量不多,但却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例

如,菲律宾学者关心本国数字新闻工作者如何在技术颠覆、数字民粹主义、市场

竞争加剧、劳动不稳定和政治压力中提升新闻专业能力(Estella,
 

2021);巴基斯

坦研究者讨论东非语境下数字新闻课程中的情境化教育策略,旨在增强东非记

者的多媒体制作技能,帮助记者适应快速变化的职业和社会环境(Breit,
 

2020);南非的研究者关注津巴布韦政变后数字新闻实践的形式,如数字泄密新

闻(leak
 

journalism)、数字游击新闻(guerrilla
 

journalism),以及越来越受消费

者欢迎的小型数字新闻平台,这些另类形式使记者能够通过提供调查性新闻来

对抗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压迫(Munoriyarwa
 

&
 

Chibuwe,
 

2022);秘鲁的研究者

则基于系统思维分析秘鲁、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混合型民主国家的独立新闻实

践,讨论其在信息质量、经济可持续性和促进受众积极参与之间保持平衡的策

略(Marino-Jiménez
 

et
 

al.,
 

2023)。

2.
 

跨学科多样性

根据图1(a)可知,国际数字新闻学研究以社会学(占比28%)为主导性学科视

角,表明新闻生产者(包括新闻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工作惯例和互动,以及影响他

们工作的新闻组织、机构和结构(包括职业规范和价值)等议题依然是数字时代新

闻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新兴新闻行动者及其与传统新闻工作者之间的边界协商正

在定义“什么是数字新闻”———数字新闻被他们视为新闻业“一如往常”(busines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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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数字新闻研究的学科视角和研究议题分布

usual)的延续而非新闻业的一个子领域(Perreault
 

&
 

Ferrucci,
 

2020)。
数字新闻学研究中的技术视角(占比14%)从经典新闻学时期的边缘地位逐

渐上升为中心视角(Steensen
 

&
 

Ahva,
 

2014),这说明技术作为关键非人类行动

者对新闻业态和实践观念的影响日益彰显。其中,沉浸式新闻与暴力(Mañas-
Viniegra

 

et
 

al.,
 

2020)、数字直播技术中的新闻参与(Ilan,
 

2022)、“点击诱饵”
新闻与算法策展(Lischka

 

&
 

Garz,
 

2023)、人工智能介入的事实核查新闻

(Lelo,
 

2024)、数字新闻的物质及其基础设施(Sjøvaag
 

et
 

al.,
 

2024)等主题引

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第三个重要的学科视角是文化分析(13%),侧重于关注塑造新闻实践的情

境性因素。例如,有研究者阐释“视觉公民”(visual
 

citizen)的启发式概念以探

讨新闻在日常中对“观看政治”(politics
 

of
 

seeing)的影响,并重新思考新闻报道

中意象的生产及其之于公众生活的重要性(Allan
 

&
 

Peters,
 

2020);还有研究

者(Ivanov,
 

2020)讨论了用于分析文化结构如何在组织实践背景下支持情境认

知的方法,通过检查新闻编辑室档案工作者在选择存档新闻材料时所使用的评

估技能来促进“实践中的理解”(understanding
 

in
 

practice)。
此外,其他的社会科学视角(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紧随其后。相较于前

10年西方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整体情况,政治学视角从原来的第2位(占比

28%,参见常江、黄文森,2021)下降至第6位,略低于心理学(9%)以及经济学

(9%)类别。人文类学科视角(包括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均较

少,分别占比6%、3%、1%和1%。

3.
 

研究议题多样性

如图1(b)所示,数字新闻学最重要的议题是“新闻实践/生产”(30%),其次

是“新闻受众/消费”(18%)、“新闻产业”(14%)和“新闻分发/流通”(11%)。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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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新闻内容”(10%)、“新闻技术/创新”(8%)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议题,
“新闻理论”“新闻伦理/法规”“新闻教育”等议题的研究则较少,占比均为2%。

作为第一大核心议题,“新闻实践/生产”反映了新闻学以编辑室为中心、以
生产为中心的学术传统,它与社会学视角共同组成了新闻学的经验田野与理论

资源,主要聚焦数字新闻机构的生产关系、角色实践和工作惯例,以及与之相关

的组织形式、制度和结构(包括职业规范和价值)。与传统的生产逻辑不同,数
字环境由非新闻媒体专有的平台主导,并形成涉及新闻出版商、平台所有者和

用户的数字新闻空间。对此,有研究者从项目选择、时间性、层次结构、表达风

格,以及对用户生成内容的态度等五个维度,理解新兴新闻空间中数字媒体的

生产逻辑,以加深我们对新闻组织平台实践的认识(Tenenboim,
 

2023)。在此

基础上,社交媒体编辑成为数字新闻编辑室的新角色,有研究者在场域理论下

观察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逻辑之间挣扎,尽管他们不认

为自己是营销者,但他们仍努力通过社交媒体推销新闻(Opgenhaffen
 

&
 

Hendrickx,
 

2024)。而在编辑室内部,新闻工作者被要求掌握更多的数字技能

(如计算机编程)以支持数字新闻产品开发,研究者通过实践理论讨论新闻编辑

室中“写代码”的跨角色实践方式,并就编程的物质性与反身性发表见解(Royal
 

&
 

Kosterich,
 

2024)。
“新闻受众/消费”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第二大议题,这得益于该领域正

在持续经历的“受众/用户转向”,该议题侧重于关注数字媒介受众/用户的新闻

使用/消费的习惯、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例如,有研究检验了新闻用户的政治

倾向和消费程度对15个数字新闻品牌的消费的预测效果,并着重考察了信任

作为中介变量的解释机制(Moreno
 

et
 

al.,
 

2020)。还有研究借鉴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指出受众在新闻消费时间和选择上更可能

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而非新闻偏好的引导,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人们因为社

交隔离和疫情信息需求而相较平时消费了更多的新闻(Nelson
 

&
 

Lewis,
 

2022)。此外,研究者还从新闻接触(González-Bailón
 

&
 

Xenos,
 

2023)和受众极

化(Mangold
 

&
 

Scharkow,
 

2022)的测量方式、新闻回避(Lindell
 

&
 

Mikkelsen,
 

2023)的社会阶层差异,以及应对信息过剩的新闻定制(news
 

tailoring)(Lor
 

et
 

al.,
 

2023)策略等方向讨论数字新闻消费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分析维度。
第三个核心议题是“新闻产业”,主要探讨传统或数字新闻机构如何采用新

方法来 维 持 其 商 业 运 营 并 保 持 竞 争 优 势。例 如,西 班 牙 的 慢 新 闻(slow
 

journalism)媒体采用紧缩型的商业模型以坚持对内容品质、深度和可信度的追

求(Agirre-Maiora
 

et
 

al.,
 

2020);美国数字市场中的地方媒体为了适应市场需

求并吸引读者和广告商,专注于建立细分市场并促进原创报道,以确保其商业

可持续性(Pantic,
 

2022);而澳大利亚的地方报纸尊重传统和声誉,扎根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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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并通过培养员工忠诚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传统报纸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McAdam
 

&
 

Hess,
 

2024)。
第四个核心议题“新闻分发/流通”则着重考察新闻编辑室之外的、媒介化

的信息流动过程,以及承载新闻分发(或流通)过程的把关者或载体(如分发个

人/机构、网络、平台、基础设施等)。新闻流通正在展现新闻认识论意义上的重

要性,“流通”(circulation)应被理解为信息传递的形式和生产关于新闻的共同

意义的场所,包含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等核心要素,关切数字媒体的

物质性、实践模式以及公众对新闻认知权力的争夺(Carlson,
 

2020)。例如,有
研究者追踪社交媒体上跨国新闻链接的分享,以识别和刻画国内外受众社群的

社交新闻媒体谱系(Rauchfleisch
 

et
 

al.,
 

2020);有研究者追踪数字新闻机构所

依赖的多种外部行动者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揭示行动者流动轨迹的政治同质

性现象,及其背后独立于个人或组织的、由政治立场主导的媒介生态系统

(Hagar
 

et
 

al.,
 

2023);还有研究者基于维基百科和全球新闻报道采用一种多主

体和多方向的网络架构,对多元媒体行动者网络去中心化的议程建构和设置能

力进行理论化研究(Ren
 

&
 

Xu,
 

2024)。
综观上述四大核心议题,它们恰恰与前述斯滕森和韦斯特隆德(Steensen

 

&
 

Westlund,
 

2021)指出的数字新闻学的四大结构性前提(structural
 

premises)形
成了对应关系,其中对信息操作和媒体信任的讨论属于“新闻实践/生产”的范

畴,对用户数据和指标的测量是“新闻受众/消费”的热点话题,对收入模式和分

发模式转变的关注则分别落在“新闻产业”和“新闻分发/流通”两个领域,侧面

印证了以欧美经验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对数字新闻学问题域和认知对象的强大

影响(Zeng
 

&
 

Chan,
 

2023)。然而,在该领域有限的国家多样性的基础上,西方

学者认为重要的议题是否真的是全球性问题仍有待商榷。就收入模式而言,广
告收入流向平台的趋势在非西方国家情境下不一定适用,比如中国媒体的组织

创新更多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组织文化和重大事件的影响,而不完全是媒体

技术、市场力量和受众消费的产物(Chan
 

et
 

al.,
 

2024)。

(二)
 

数字新闻理论化的中西比较

1.
 

学科视角的差异

  中国数字新闻实践相较于西方语境,存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技术背景的

差异,其理论化逻辑和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在对比的框架下,图2展示了中

英文书写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论文所采纳的学科视角分布情况。这里,我们使用

香农的多样性指数(Shannon's
 

diversity
 

index,记为 H)计算学科分布的均匀程

度,H 指数越大,学科视角多样性越丰富,且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布越均匀。经过

计算,英文论文的学科视角(除了“其他”)多样性指数 He 为2.86,而中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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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英文期刊数字新闻学论文学科视角分布及对比

的学科视角多样性指数 Hc 为1.84。由此可见,中国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学科视

角相较于西方而言呈现出更加异质性的特征;而且,与2011至2020年期间整

个新闻学领域的学科分布(H=
 

3.06,参见常江、黄文森,2021)相比,其多样性

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学界主要在哲学(47篇)、技术(43篇)、社
会学(29篇)和文化分析(19篇)四个学科视角下开展数字新闻学研究,这四个

学科视角下的研究占比将近75%。
此外,与西方视角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社会科学的“边缘化”趋势———经济

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取向的研究数量不足10篇(占比0.49%)。不过,与主流新

闻学领域前十年的数据比,人文学科如语言学(8篇)、历史学(4篇)的比例也大

幅下降。尤其是在经典新闻学时期处于优势地位的新闻史学,面对正在酝酿之

中的新范式“难为无米之炊”,仅有寥寥数篇论文在文艺史(向芬、余越,2024)、
技术史(黄文森、常江,2024)和概念史(彭剑、江浩,2023;黄雅兰,2024)的广义

史学视角下探讨数字新闻的样态创新和学术概念演变。
与欧美数字新闻学界对社会学视角的青睐不同,哲学视角是中国学者切入

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导性框架,强调数字新闻的认识论、本体论及伦理等学科

基础性问题。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张有: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当前技术与历史

条件下的新范式,形成了“技术—文化共生论”的认识论基础,聚焦于新闻生态

与新闻行动者两大研究范畴,同时包含以专业性为核心话语、以信息民主为价

值目标的规范理论面向(常江,2021)。
在生态研究范畴,研究者检查了可供性概念进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旅行轨

迹,认为可供性概念具备理解和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应将其作为生

态性的认知概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特征(黄雅兰、罗雅琴,2021)。在行动者研

究范畴,数字新闻学在认识上发生“行动者转向”,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视为

与记者、机构和阅听者等相关方同等重要的行动者,具有揭示新闻业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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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强大解释力,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对其理论资源的调用(刘松吟,

2024)。中国学者尤其注重对各种类型的智能技术类行动者的专门分析(庞华、
张凯歌,2024),并尝试引入后人类主义视角加以阐释。在规范理论方面,研究

者重新概念化“公共性为数字新闻业的价值”的合法性基石,主张在观念和实践

两个维度上实现对公共性价值理想实现路径的重建,这将有助于探索新的专业

主义以及规划新的伦理体系(常江、刘璇,2021)。此外,也有研究者尝试将学界

关于数字新闻规范理论的探讨应用于新闻业的治理实践,倡导以新闻真实和公

共价值为前提,重视“参与透明度”的程序及机制建设,立足“可解释的、负责任

的权衡”的治理方案(仇筠茜,2021)。
中西方学界基于技术视角的数字新闻研究,均密切关注了新兴数字技术形

塑下的新闻样态和形式。例如,“容积新闻”通过数字建模构筑立体化新闻场

景,让用户可以“步入”新闻现场“触摸”被摄对象(杨奇光、苏娟,2023);“可穿戴

新闻”利用可穿戴技术提供可实时采集和传输的个体生命数据,使新闻内容可

以是他人生命与生活体验的数字复制品(陈凯宁,2024)。然而,国内学者对技术

的讨论更倾向于在科学技术研究视角下进行哲学和理论层面的探讨,以重新审视

媒介的技术面向。例如,研究者主张分析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以及

物质敏感性等问题,以揭示多元新闻主体共同生产的基础逻辑,并促进诠释社群

形成随机且持续的社会技术想象(李玉媛、佘文斌,2022)。还有学者检视“新闻物

质性”与媒介物质性的理论关联,呼吁对新闻生产过程中“对象物”的系谱学考察,
以建立社会、历史、文化和情感维度的新闻技术与权力批评(申爽,2024)。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社会学视角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

势。第一个是“空间转向”,即一种将空间化思维和理论引入新闻学的研究偏

向,强调将关系作为分析新闻空间的新面向(白红义、张恬,2021)。例如,研究

者指出新闻生产的时空逻辑从“时间消灭空间”转向“空间压倒时间”,以数据新

闻作品为案例考察数字新闻生产关系网所形成的空间样态,尝试理解数字新闻

的建构逻辑与生产图景(肖燕雄、郭妍,2023);还有学者关注“网络化”新闻生产

逻辑,归纳中国情境中数字新闻生产的协同网络类型———媒体主导型、节点动

态型以及共享社区型,并分别依据专业价值、透明性与参与性以及专业知识规

范展开新闻生产(徐笛等,2022)。第二个是数字新闻实践的“情感转向”,有学

者从交往中介的角度理解新闻情感在公共领域中凝聚社会认同和建构情感规

范的作用,主张数字新闻参与者建立具有凝聚性和联结性的情感规范,以维护

公共空间良好的情感生态和新闻公共价值(赵家琦,2023);还有研究基于情感

公众理论,讨论如何借助情感将网络公众的团结进程和连接行动纳入对情感社

会的考察之中,并以一种非线性的、去组织化的方式理解用户新闻参与的实践

规则与规律(田浩,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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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议题的差异

在研究议题方面(见图3),中国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关切亦有别于前述

欧美数字新闻学的四大议题,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和理论化思路。
“新闻理论”(53篇,占比29%)、“新闻实践/生产”(41篇,占比22%)、“新闻技

术/创新”(32篇,占比17%)三个核心议题引领了中国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议程,
相关论文数量占比超过68%。这三个议题也恰恰反映了当前数字新闻学对传

统新闻学体系实现范式性突破的重要面向:技术在新闻业态中日趋扮演生态性

角色(技术/创新),数字新闻从业者呈现非专业化趋势(实践),基于情感网络的

新闻业逐渐成型(生产),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成为新闻业的持续性危机(理论)
(常江,2020)。

图3 中英文期刊数字新闻学论文研究议题分布及对比

为了与欧美中心主义的数字新闻学形成对话和比较,本文基于中文书写的

研究文献将近五年来中国数字新闻学理论化的三个结构性前提及相关研究焦

点归纳如下:
第一,数字技术正在生态意义上改变中国新闻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

革的不仅是新闻实践的外部形态,更有其内在运转的逻辑和机理。例如,“Vlog
新闻”的网络化和社交化基因赋予新闻以体验感和形式感,激发主流媒体对专

业性和权威性的重新审视(梁君健、杜珂,2022);数字新闻叙事在文本构成、核
心语法和组织逻辑上均形成了新的结构,创造出模型化、共情式和协商性的媒

介文化(何天平,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业务、机制、专业、理念和职

业定位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重构新闻生产流程,塑造出有别于过往的新理

念与新结构(陈昌凤,2023)。
第二,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依据自身的特征对数字技术的生态性影响进行

应对和调适,重塑了多元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和主体性,新的新闻行业标准

和从业规范正在形成。例如,研究者认为,机器作为工具和渠道进入数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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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获得重要权力,但机器生产始终不能替代人的思维,而是需要与人的思维

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彭兰,2022)。面对日益多元驳杂的实践者,开放生产成为

数字新闻的核心实践特征,促使新闻生产网络中的介入者和纾困者重新审视自

身的社会角色与价值定位(王晓培,2024)。在全球数据开源运动发展的背景

下,开源赋予主流新闻生产合作、开放和共享等新特性,催生了更加透明和负责

的新闻文化,有助于形成多元、敏捷和民主的新闻生态系统(张伦,2023)。
第三,在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的情况下,新闻业出现了价值极化或价值虚

无的伦理危机,数字新闻学亟须对新闻业的民主和公共价值进行重申,对理论

进行更新,甚至对体系进行重建。例如,“新闻权威”近年来成为数字新闻研究

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专业/职业的文化权威,其核心在于理解数字新闻专业何

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李艳红,2024)。对此,有学者认为,新闻权威重

建的要义是观照“人与物”的多元关系与和谐秩序,顺应数字新闻超越“专业信

息系统”而泛化为一种“公共信息关系”的演进规律(常江、杨惠涵,2023)。新闻

业观念与实践相互形塑,新闻透明性观念作为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规范观念正在

嵌入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惯例中,并逐渐发展出透明性方法与技术(涂凌波、张天

放,2022)。针对数字传播语境的新挑战,学界重新阐释和再定义“新闻真实”这
一经典的规范性理念,对新闻专业化和数字新闻“再专业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指导价值(王辰瑶,2021)。

图4 数字新闻学中英文论文理论显性分布及对比

3.
 

使用理论与方法的差异

根据中英文论文摘要中提及的理论和方法概念,我们可以直观地对比中西

方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方法的科学性。如图4所示,中文语境下的

数字新闻学研究论文明确提及使用具体的理论视角或理论模型的比例为16%,
“部分”使用理论,即没有明确说明基于特定理论框架但涉及或隐含相关理论概

念的文章比例为43%;而在英文论文中,使用理论的比例为27%,部分使用理

论的比例却低于中国学者的论文,比例为24%。中英文论文在没有使用任何理

论这个情况下基本趋同,中文论文中没有使用理论的比例(41%)甚至低于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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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49%)。

图5 数字新闻学中英文论文研究方法分布及对比

由此可见,中国数字新闻学研究虽然在“新闻理论”议题上显露出浓厚的研

究兴趣,但在论述逻辑上更偏向于思辨性而非中层社会理论,而且倾向于使用

具有复杂理论背景的学术概念,比如“新闻真实”“技术可供性”“新闻生态”。经

人工编码和筛查,我们发现中国学者更关注数字新闻学的规范理论(如新闻价

值、新闻权威、新闻客观性),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关理论视角(如物质性、可
供性、行动者网络);同时还涉及新闻叙事文本和语言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如叙

事理论、话语理论、元话语理论。而欧美数字新闻学研究者尽管对“纯粹”新
闻理论研究的关注度很低(仅有8篇),但在研究(摘要)中明确提及使用到的

具体理论或模型的较多(占比27%),且多于隐性使用理论或仅使用概念的研究

(占比24%)。这些理论包括较多传播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经典中层理论,如
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场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选择性接触

理论。
在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见图5),中文论文中明确使用的研究方法涉及定

性方法(占比20%)、定量方法(占比3%)、混合方法(占比2%)和计算方法(占
比1%),但有74%的研究论文没有清晰地采纳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取向。相比

之下,英文论文科学性和方法意识更强,将近一半(占比47%)的论文采用了定

性方法进行研究,超过四分之一(占比28%)的研究使用定量方法,使用混合方

法的比例则为7%,略高于在新闻学领域仍未被广泛使用的计算方法(占比

5%),而无研究方法的论文仅占比13%③。由此可见,基于深度访谈、话语分

析、对话分析和扎根理论等的定性/质化方法仍然是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方

法路径,这与前人的文献综述的结果一致(Steensen
 

&
 

Ahva,
 

2014)。中外研究

者均倾向于对数字新闻现象或对象内在规定性进行整体性探究,从观察、对话

和参与过程中获取的经验材料中形成抽象概念和理论,经由与新闻行动者及其

内容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阐释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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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近五年(2020—2024)中外数字新闻学文献元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

和知识梳理,从学科视角、研究议题、理论和方法等维度描摹该领域全球性研究

趋势中的多样性现状以及中西比较语境下理论发展的路径差异。不难发现,经
历诞生初期的“野蛮生长”和“狂飙突进”之后,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逐渐复归理

性,对多元学科视角和研究议程展现出更鲜明的包容性和对话性;但与此同时,
随着数字新闻学作为创新范式的建制化和主流化,支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

的传统权力结构也变得更为强大,数字新闻学理论成长的核心议题须由“追求

发展”尽快转变为“追求均衡”。在此历史转折点上回望,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

当前数字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全球版图和知识体系的演进方向,并据此凝练数字

新闻学发展的中西差异和在地化特征。
首先,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新兴学科范式,数字新闻学近五年来在国家多样

性、跨学科多样性和议题多样性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但仍维持着以全球北方为

中心的知识版图。总体上,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已形成以全球北方(欧美为主)
为中心、以全球南方(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主)为边缘的不均衡知识体系。然

而,身处边缘节点上的数字新闻经验与观念却与中心保持着观察与思考角度的

某种一致性。例如,在非西方国家政治和文化情境中,研究者同样关注数字技

术与传统新闻教育、实践及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一致性可能是西方学术

话语垄断和可见性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也可能缘于建立在相似技术标准之上

的新闻数字化转型逻辑的某种全球同构性。中国学者不断进入国际学术场域

并持续贡献中国经验,为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均质化引入了异质性和特殊经

验,例如由国家和政治驱动的数字新闻创新模式,对西方语境下典型的“技术—
市场—用户”解释模型作出了有益的拓展。

其次,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资源分布的西方中心主义结构直接影响着该领

域学科视野的转换与研究议题的集中化。作为对经典范式进行破坏性发展的

创新范式,欧美数字新闻学在理论资源吸纳和方法取向上大体维持着跨学科的

西方学 术 传 统 (Zelizer,
 

2004)。这 不 但 印 证 了 十 年 前 文 献 观 察 的 结 论

(Steensen
 

&
 

Ahva,
 

2014),而且其趋势仍在继续放大。欧美数字新闻学的理论

发展因循一条更倚重社会学的路径,后者对权力、控制、结构、制度和社区等问

题的关注延续了媒介社会学范式在数字时代的更新;基于“社会—技术”框架的

话语权力正在形成,与关注新闻业转型和消费者转向的经济学视角一同持续渗

透数字新闻学的理论根基;而针对新闻实践的数字文化、职业文化和其他情境

性因素的文化分析也在形塑该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断强化数字新闻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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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解释学色彩。在研究议程方面,“新闻实践/生产”“新闻受众/消费”“新闻

产业”和“新闻分发/流通”“新闻内容”等议题占据了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心,反映

了数字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一脉相承的核心对象,即趋向于解释“权力”“行动

者”“金钱”和“事实”相关的问题,并对民主生活的健康运作怀有深刻的规范性

关切(Reese,
 

2017)。
再次,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展现出浓重的理论思辨性以及对知识体系进行

重建的学科意识,并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中心导向的“问题域”。受美国主流新闻

学研究的路径依赖影响,欧美数字新闻学学术话语充满了对时下技术变迁、分
发革命、受众流失和信息失序等议题的焦虑情绪和危机感,以致西方学者普遍

发出“前景黯淡”的感慨。相较而言,中国数字新闻学的知识生产更偏重哲学视

角和理论议题,展露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独立性”,这既源于中国本土学术哲学

思辨和道德规训的传统,也源于国家体制所决定的新闻媒体改革和转型发展的

路径独特性(常江、黄文森,2021)。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新闻学学科也逐渐形成

了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发问逻辑,并致力于就三个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结构性

预设做出回应:其一,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变革是生态性的,新闻(业)的形式和

本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二,多元新闻行动者在数字媒体生态中保持着

复杂的动态关系,他们在流动的实践标准和专业规范中不断确认并积极塑造着

自己的身份;其三,技术的迅猛进化决定了新闻业将面临持续乃至恒久的价值

和伦理危机,数字新闻学范式应致力于对民主和公共性理念的革新。
最后,与欧美学界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论化偏好不同,中国数字新闻

学更加注重从技术驱动的创新实践中形成伦理和价值层面的规范理论,而方法

路径选择上的数据思维和科学性仍有待提升。欧美数字新闻学保持“重理论、
重方法、重解释”的特征,除了以(隐性)扎根理论为主的方法路径之外,还坚持

从社会科学的理论传统出发对新现象和新业态做出经验性或实证性的解释。
与之相比,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则更具人文主义色彩,在理论化方式上

主要体现为历史和文化的解释学,倾向于对新闻价值和规范理论的重申和范畴

延展。然而中西方对伦理规范的激烈辩论均未转移至对“新闻伦理/法规”实务

和应用的探讨,这也是未来数字新闻业(学)的合法性根基及发展前景的忧思所

在(Reese,
 

2017)。总体上,中国学者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效使用和探索性组合

的尝试依然不足,其研究方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对计

算方法和混合方法的使用可能会拓展数字新闻学想象力的边界(黄文森,

2021)。
诚然,不同国家新闻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根源彼此相异,全球新闻学知识

生产场域的多样性受当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直接影响,数字新闻学理论

创新的稳健性也受制于全球南北方区隔、依附和失衡的资源流通格局。但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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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的相似境遇,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的发展还是可以拥

有求同存异的巨大对话空间,以及由这一空间所生发和培育的理论团结。人类

社会的内在文化多样性并不必然导向误解和排斥,每一个普通人永不止息的对

话、交往与融合的愿望是比一切人为政治化的差异更有力量的结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
(项目批准号:20&ZD318)的成果之一。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胡特、黄林宇、郑梓健作为编码员参与研究

工作,本文作者在此致谢。

注释

①
 

本文中对“学科视角”(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的划分沿用前人研究(Steensen
 

&
 

Ahva,2015)的标准,但实际上“技术”(Technology)和“文化分析”(
 

Cultural
 

analysis)不属于专门的学科门类,但为了形成与既有研究的比较和对话,依然保

留其对研究领域划分的表述。

②
 

机构所在国家的统计口径以作者人次而非具体人数为准,即对同一作者发表多

篇论文的情况不作处理,这样既考虑到作者供职跨国机构或跨国工作流动的可

能性,同时以论文为单位考察作者(每一次发表)所代表的国家或文化背景,更能

体现学术期刊作为话语资源对其可见性和代表性的影响。

③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基于人工编码的统计结果,并不能排除该论文在摘要中未

明确提及理论或方法而在正文中提及的情况,但至少表明在中英文论文书写习

惯上中外数字新闻研究者对理论/方法的认知和重视程度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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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ntent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metadata
 

of
 

575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DJS)
 

papers
 

published
 

in
 

cutting-edge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s
 

from
 

2020
 

to
 

2024,
 

aiming
 

to
 

depict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topics,
 

theoretical
 

concepts,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e
 

knowledge
 

map
 

and
 

evolving
 

trends
 

of
 

global
 

DJS
 

a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nd
 

qualitatively
 

described,
 

and
 

the
 

academic
 

strategies
 

and
 

local
 

practices
 

of
 

Chinese
 

DJS
 

are
 

scrutinized
 

from
 

a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global
 

DJS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national,
 

disciplinary,
 

and
 

topic
 

diversities.
 

However,
 

a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still
 

haunting
 

the
 

field,
 

with
 

Western
 

centralism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Chinese
 

DJS
 

manifests
 

a
 

speculative
 

feature
 

and
 

a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forming
 

theoretical
 

premises
 

and
 

problematic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rich
 

in
 

conceptual
 

and
 

normative
 

resources,
 

Chinese
 

DJS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developing
 

its
 

empirical
 

repertoire
 

and
 

methodological
 

scientificity.

Key
 

Word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News;
 

Journalism
 

Theory;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Knowledg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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